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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庙会的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实践特征 

——基于关中金村庙会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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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关中金村庙会的调研表明：庙会是关中农村最为重要的公共性活动，它嵌入地方社会之中，通过其

宗教整合、交往整合、文化整合以及市场整合功能，建构了以特定村庄为焦点的集体欢腾场面；庙会“圣凡一体”

的实践特征决定着其社会秩序整合功能的实现，即庙会作为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中介，从时间的合理安排、空间的

有效配置和主体合作三方面，将神圣内容与凡俗内容合理地容纳在其共同架构中，为地方秩序再生产注入了强大

而持久的能量，从而有利于强化乡村社区认同，凝聚村民集体力量，促进地方社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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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ve function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 of village temple fair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emple fairs in Guanzhong plain 
LI Yong-ping, DU Peng 

(1.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2.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Governance, Hua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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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urvery of temple fairs in Guanzhong, it shows that the temple fairs which has embedded in local 
soci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activity in Guanzhong rural area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eligion, 
communication,culture and market, temple fairs has constructed a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which focuses on the 
particular vill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means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order integration. As the mediation between man and god, temple fairs accomdate sacred content into common daily 
life,stimulate strong and continous energy into the order reproduction from aspect of rational time arrangement, efficient 
space allocation and subjective cooperation.As a result, the temple affairs has strengthened the rural community identity 
and concentrated the villiagers’ power and integration of lo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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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活动，庙会有着悠久的

历史。解放前庙会就很兴盛，而新中国成立后，随

着破“四旧”观念的兴起，民间庙会一度沉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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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各地的庙会活动迅速
恢复，并从 90 年代开始逐渐达到兴盛的局面。随
着庙会活动的复兴，学界相关研究也开始增多。 

对庙会的既有研究主要基于两个视角：一是

“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二是功能主义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主要是对庙会活动进行历
史梳理，并分别阐释历史上不同时期政府对于民间

庙会活动的态度以及民间各种社会力量在庙会活

动中的权力角逐。华智亚通过对冀中南地区在新中

国建立前后乡村庙会的考察，认为地方政府对乡村

庙会表现出双重态度：一方面认可庙会活动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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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功能；另一方面又打压庙会中“敬神拜神、铺

张浪费的现象”[1]。岳永逸通过对赵县范庄龙牌会

的分析，认为庙会是乡村社会各种力量角逐和表现

的场所[2]。而赵旭东通过对河北两个庙会活动的分

析，认为华北乡村庙会文化的复兴与转变体现了现

代民族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3]。从“国家—社会”
关系视角分析庙会的学者普遍认为，传统庙会在当

前之所以如此兴盛，主要源于国家“高压政治的松

绑” [4]。虽然“国家—社会”视角能够揭示出庙会
中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但更多是将庙会

活动作为考察“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工具或
载体，从而忽视了对于庙会本身的研究。 
从功能主义视角对庙会活动进行考察的学者，

主要关注由庙会衍生出来的经济、文化、娱乐等功

能。秦燕以陕北地区的庙会为个案，指出恢复后的

庙会之所以受到人们青睐，在于其“满足了人们宗

教、娱乐、交往的需求”[5]。赵世瑜指出，庙会除

了满足人们“求神拜佛”的需求以外，还具有文化

娱乐和商业贸易等功能，虽然庙会的首要目的是满

足人们的宗教信仰需求，但由其衍生出来的各种

“外功能”逐渐有后来居上之势[6]。然而，无论是

偏重于其经济功能还是文化功能，各地试图以有特

色且历史悠久的庙会带动旅游和发展经济，顺势进

行文化建设始终是精英俯就庙会的核心目的[4]。因

此，基于功能主义视角对庙会进行研究，主要着重

于由庙会衍生出来的“外价值”①，而对庙会本身

的“内价值”②重视不够。正如功能主义者所言，

“庙会是一个花里胡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社会

剧场’”，然而，“虽然信仰活动被浓妆艳抹地展

示，活跃其中的主角却并非底层信众，而是不同程

度居上位的利益群体”[4]。 
无论是“国家—社会”关系视角还是功能主义

视角，其研究的共同不足在于忽视了庙会与地方社

会的嵌入性关系，因而未能深入揭示庙会内在的社

会整合功能和丰富内涵。鉴此，笔者拟以关中庙会

活动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庙会的社会整合功能

及其实践特征，揭示庙会之于地方秩序再生产的意

义。2014年，笔者在陕西关中武功县金村进行了为
期 25天的社会调研③，重点关注了金村第三小组的

庙会活动。本研究主要以金村三组的庙会活动为素

材，以此来分析庙会之于地方社会的整合功能及其

实践特征。 

二、关中农村的庙与庙会 

金村位于陕西省武功县西北部，距县城 25 公
里，属于典型的农业型村庄。全村共有四个村民小

组， 320户共 1 400人，耕地面积约 93.3公顷。该
村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分化不明显；依托于血缘与

地缘的结合，村庄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生产能力；

代际关系相对和谐，“家本位”思想仍然较为浓厚。 
金村及其周围村庄一直以来都有办庙会的传

统，形成了“村各有庙、庙各有会”的形态，有的

村庄甚至有很多个庙。如笔者所调研的金村，每个

村民小组就都有自己的庙。其中，一组的叫“五神

庙”，五神分别指土地爷、菩萨、牛王、马王、药

王，庙会时间是农历三月初三；二组的叫太白庙，

供奉有三太白，庙会时间是农历七月十三；三组的

叫菩萨庙，里面供奉有 1个佛爷，两个菩萨，庙会
时间是农历七月初三；四组的叫老爷庙，里面供奉

的是关老爷，庙会时间是农历九月十三。三组每年

的庙会办得最热闹，吸引了不少其他村民小组以及

邻近村庄的村民前来参观。 
金村三组在解放前就有庙，也一直有办庙会的

传统。1949年解放后，随着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以
及破“四旧”观念的兴起，庙会被当作封建迷信活

动遭到严重打压，作为庙会载体的“庙”也受到不

同程度的损毁。三组原来的庙在文革之前被拆除，

“当时发展劳动，把庙里的和尚也拉去劳动”了。

庙被拆了后，村民将庙里的佛像藏在村委会旁边的

窑洞里，一些信徒会在晚上到窑洞里“偷偷拜佛”。

文革时期窑洞里的佛像也被捣毁，但这也并不能完

全消除村民的信仰活动，原来的庙宇所在地以及曾

经藏放过佛像的窑洞，成为信徒新的祭拜地点。在

一些信佛村民的强烈要求下， 2006 年开始重建村
庙，前后持续近 7年时间。重建庙宇前后共花费五
六万元(包括建神堂和塑佛像)，其中，小组集体出
资 2 000多元，其余资金来自于群众的自发捐赠。
三组的村庙除了一个神堂以外，还专门在旁边建了

一个厨房，以方便庙会期间招待香客。 
在关中地区，庙会是很隆重的乡村公共性活

动，它能够将村庄内部所有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每

个人在其中都能各安其位。一般而言，中老年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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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种祭拜仪式的组织者，而中老年男子则是“戏”

的组织者，年轻人以及小孩更多的是作为欣赏者、

参与者而融入其中。金村三组每年过庙会时，都有

明确的组织与分工，由理事会专门负责，理事会分

为“庙管”和“庙委会”。而庙会的组织运作除了

需要相应的人力以外，还需要一定的财力作为支

撑。 
第一，庙管。“庙管”由四个中老年妇女组成，

由小组内信佛的妇女推选产生，属于义务服务。“庙

管”平常主要负责给庙里的菩萨早晚上香以及庙宇

周围的卫生打扫。庙会期间，“庙管”主要有以下

职责：一是庙会前负责到本组每家每户筹米、筹面、

筹油，用于庙会期间招待香客；二是每年过庙会前

要负责给庙里的佛爷换上新衣服(俗称“穿金”)；
三是庙会期间负责接待外来香客的饮食，以前是安

排几个人专门做饭，2014年开始请服务队。此外，
“庙管”每年还要代表本组去其余小组或村庄过庙

会，这是村庄之间在庙会上的“礼尚往来”。如果

别人参加了本组或本村的庙会，而“庙管”没有去

“还情”，那么下次别人也就不会再来了。因此，

这也可以看做是“庙管”之间的相互捧场。 
第二，庙委会。庙委会的成员是经村民代表选

举产生，一般是选那些在小组内具有一定威望的人

担任。庙委会共 5个人，均为男性，年龄都在 60岁
以上。庙委会主要负责请戏班子、筹集办庙会所需

资金、购买庙会所需物品等，这些都是需要与外界

打交道的事务，村民说，“女的只能主内，对外面

不了解”，因此，联系外界的事情一定要男性来做。 
第三，资金的筹集。金村三组之所以能够把庙

会办的红红火火，除了村民齐心、重视庙会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该组有一个自己的砖厂，因而有一

定的集体收入用于庙会的经费。每办一次庙会至少

需花费 1万多元，资金一部分是村集体出，一部分
是村民自愿捐助。2014年办庙会请戏班花了 1.2万，
其余是一些零星开销。其中，村集体(自然村)出资
5000元，小组长说，“先把砖厂的钱用了，过年时
大家就少分一点，给大家讲一下，大家都能理解”，

其余几千元为村民自愿捐助。庙会当天会在村庙前

设一个募捐箱，村民自愿捐赠，由庙委会成员记下

姓名并张榜公示。很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都会让

自己父母帮忙捐赠，多少都会捐一点。 

三、乡村庙会的社会整合功能 

赵晓峰基于对关中庙会的考察，提出了“庙(会)
是关中农村区域社会整合的中心” [7]的理论观点，

并将其与施坚雅的基层市场体系理论[8]和弗里德曼

的宗族范式[9]进行对比分析，以达到认识非均衡的

中国农村社会全貌的目标。然而，赵晓峰只提出解

释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形成机制的理想模型，并

没有对这种社会秩序形成机制进行相应分析。庙会

活动作为当地农村的重要事件，不仅动员了村庄内

部所有的力量，还对周边村镇具有一定的辐射作

用。基于关中金村庙会所呈现出的具体经验充分表

明：庙会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生产机制，村庄成员共

同组织参与庙会，通过庙会宗教整合、交往整合、

文化整合与市场整合等功能有效稳定了当地的社

会秩序。 
1．宗教整合 
庙会作为一种渊源于神灵崇拜的宗教集会活

动，其核心内容是一整套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活

动，包括焚香点烛、摆设贡品、磕头祈祷、许愿还

愿等。庙会期间，善男信女们怀着虔诚的态度来到

庙里祭拜(主要是拜佛)。其中，给佛爷“献饭”是
一项核心仪式。献饭其实就是给佛爷献一些贡品，

包括水果、面食(白馍和油炸的面食)。当地人把这
些贡品做的特别精美，利用面食做出各种工艺品的

形状。村民说，“就像小孩过生日要蛋糕一样，佛

爷过生日就献饭”。“请佛吃饭，消灾免难。佛爷

吃完了，大家再分享，东西上有佛爷的仙气，吃了

保平安。娃吃了都会听话，读书也行”。然而，与

西方宗教以个人救赎为核心不同的是，中国的民间

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这使得庙会中的宗教

整合成为可能。 
在关中地区，信仰主要是女人的事，且以中老

年妇女为主，男人一般不参与。当地人认为，如果

一个男人成天跑到庙里去，那就是懒汉，会被人瞧

不起。而妇女去庙里拜佛在村庄舆论中则合情合

理，“女的思想比较狭隘，遇到事情，用神来解决。

有的问题想不开，没人交流，来庙里坐一下，就好

了。因为家里事情一般不与人说，怕人笑话。庙里

有劝话人会进行劝导。(或者)旁人说点别的事，也
把她的事缓解了。”事实上，妇女信佛并不是为了

达到“人神”之间的交流，而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



 
 

52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6 年 8 月 

中遇到的问题。当地妇女的信仰具有以下几个特

征：其一，家庭本位。女性拜佛并不仅仅是为了保

个人平安，而更多的是在为家庭祈福，为家庭成员

祈福。其二，现实性。信仰一般指向现世生活中的

具体事情，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而超越

性色彩并不浓厚。其三，道德性。村民说，“佛都

是教人向善”。在信仰的过程中，信仰者学会了如

何更好地处理现世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为其解决现

实问题提供了一些“指示”。其四，神圣性。虽然

说中国人的信仰不具有超越性，但仍然具有一定的

神圣性，给信仰者提供一种精神寄托，使其在脆弱

的生命面前有所依靠。 
因此，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庙会的宗教整

合：第一，信众之间的相互扶持。当地信佛的妇女

之间形成了一个交往圈，因而更能在村庄日常生活

中相互帮助。此外，当地有一个习俗，一个村子办

庙会时外村信佛的人会派一些代表前来“献饭”，

并送上一些礼物和贡品；而作为回礼，本村信佛的

人也要在外村办庙会时派代表参加。因此，在不同

的村庄之间，以“信佛者”为主形成了一个相互交

往的“庙会圈”。第二，通过“人—神”之间的交

流维系和修复“人—人”之间的关系。在调研中笔

者注意到，那些经常去庙里拜佛的人，除了祈祷来

年一切顺利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在现实的

人际交往中遇到困境，如婆媳矛盾、妯娌矛盾、邻

里矛盾等。这些矛盾使得当事人在生活中倍感焦

虑、压抑，而通过去庙里与神灵交流，当事人的情

绪可得到释放，从而缓解现实社会中的人际矛盾。

可见，“献祭与祈祷体现了人对神的敬畏之感和虔

诚信仰之情。它强化了人对神的依赖和驯服，固定

了人—神关系，从而也固定了人—神关系所表现的
人—人关系” [10]。因此，对神灵的信仰能在信众

之间形成“我们感”，促进村庄秩序的和谐。正如

当地村民所言，“人总要有个信仰，要是没个信仰，

就会天不怕地不怕，会很可怕”。 

2．交往整合 
在关中地区，庙会是村庄的大事件，因而能够

动员村庄内所有人参与其中。对于信众而言，庙会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他们可以公开地祭拜神

灵，向神灵祈祷来年一切安好；对于非信众而言，

庙会则提供了一个与他人交往的平台。一年一度的

庙会为社会关系的确认、维系和再生产提供了交往

整合的平台。 
第一，庙会提供了地缘关系互动的平台。对于

当地农民而言，庙会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那些长

年生活在村庄的中老年人对于庙会有着更大的期

待。农民之所以盼望庙会，一方面是因为庙会热闹，

“没有庙会，就没有热闹，就平平淡淡的。已经形

成习惯了，年年盼着七月初三，家家都准备好吃的，

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庙会为

村民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在此时空背景下不断拉近，正如当地人所言，“现

在的社会，人都忙，见面不容易。庙会时大家都回

来，还能见个面。见见面，说说话，热闹，人不走

动，就不了解。”因此，庙会满足了村庄成员之间

相互交流的需求。 
第二，庙会提供了血缘关系强化的平台。关中

地区有在庙会期间“待客”(即请客)的习俗。对于
当地人而言，庙会是仅次于春节的重要节日，因而

在庙会当天各家各户都要接待自己的亲戚朋友，

“女儿回娘家，外甥看舅舅，朋友也会来”。据当

地农民介绍，以前办庙会时并没有“待客”的传统，

大约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兴起。刚开始时，
因为庙会期间要“唱大戏”，很是热闹，因此本村

很多人都会邀请自己在别村的亲戚前来观看。随着

来往次数的增多，当地人对于周边村庄或亲戚所在

村庄举办庙会的时间都记得很清楚。在庙会期间相

互走亲戚也就成为一个习俗慢慢固定下来。 
第三，庙会提供了社会动员的平台。作为村庄

和村民内部的事情，庙会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

群众的自愿集资和捐赠。通过集资的方式，庙会操

办的过程也是群众动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构

了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我们感”，更新了村民的集

体意识和社区意识。 
3．文化整合 
庙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既具

有公共文化的内容，从而服务于村庄的公共休闲，

并激发了村庄生活的公共性；又具有教化的色彩和

功能，从而再生产出村庄的地方性规范。 
第一，作为公共文化的庙会服务着村庄的公共

休闲。对于缺少公共文化的乡村社会来说，庙会无

疑是一场集体欢腾[11]。如果说庙会中的祭拜仪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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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吸引信众的参与，那么“唱戏”则是庙会中最能

将全体村民集中起来的有效方式。当地男性一般不

拜佛，因而祭拜佛爷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而唱戏

则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联系戏班、安排戏班吃

住、筹集唱戏所需经费等，都是村里中老年男子热

衷的事情。而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近

年来金村三组也会在庙会期间不定期请来歌舞队

助兴。三组每年庙会期间都要连唱三天大戏，戏台

一般搭建在庙宇旁的开阔地方，音乐一响，村民就

自发带着小板凳坐在戏台边等候。在此期间，村民

们相互拉着家常，并不时对将要听的戏进行一番评

论，孩子们则围坐在父母和长辈身边嬉戏打闹，邻

村的人也前来凑热闹，他们坐在自己骑来的三轮车

上，等候戏剧的开场。 
第二，作为道德教化的庙会生产着村庄的地方

性规范。当地人之所以喜欢在庙会期间唱戏，其一

是认为可以让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其二则是认为通

过唱戏可以实现对人的教化。而后者在当地人看来

更为重要。关中人喜欢听秦腔，诸如《三娘教子》、

《斩秦英》等都是村民熟悉的曲目，戏曲的内容一

般都积极向上，“拿故事教育人，教人忠、孝、贤”，

“宣善处恶，(教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事实
上，由于每年庙会期间都会请人唱戏，当地村民对

于秦腔的很多曲目都相当熟悉，很多戏曲爱好者更

是能够把戏本背得滚瓜烂熟。然而，村民还是百听

不厌，他们认为“自己看戏本没有什么印象，唱戏

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

戏剧内容本身，而是对人的教化。村规民约通过戏

曲这种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人心，有利于

村庄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 
此外，庙会对人的教化意义还体现在对村庄内

部的先进人物和行为进行表彰。金村三组近年来有

一个新颖的创举，即利用庙会这个节日，表彰小组

内村民公认的好媳妇、好婆婆以及“五好家庭”。

每年庙会前夕，由庙委会成员组织村民进行摸底、

评选，每项一年各评选七八个。利用唱戏的间隙进

行表彰，并发放牌匾以及纪念品。当地农民认为，

“利用大会的场合表彰，也是为了宣传。以点带面，

别人想作恶都不敢。” 
总之，庙会不仅仅为村民提供了文化娱乐的机

会，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个对全体村民进

行教化的空间。在所有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教化所

产生的力量能够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从而有

利于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改善和村庄秩

序的维系与再生产。 
4．市场整合 
庙会的内容不仅涉及宗教、交往、文化等方面，

而且庙会也建构了一个临时性的商业中心，在活跃

乡村经济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偏僻山

区，庙会是当地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庙会中集市

的兴起，“说明民间信仰不但渗透到民间文化中去，

而且还在促进当地商品流通、活跃乡村经济方面起

积极作用”[12]。庙会具有开放性，由于庙会具有人

流的集聚效应，也吸引了大量的流动小贩、手艺人

的参与和加入。因此，庙会期间的百货市场构成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由于各村每年举办庙会时间相对

固定，这些小贩、手艺人基于各村庙会的时间分布，

形成了富有规律的流动方式。 
施坚雅基于川西平原的经验，讨论了当地基层

市场之于当地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8]。关中平原同

样存在基层市场，依托各地乡村庙会而建构的公共

场所就是样态有所差异的基层市场。如果说川西平

原的基层市场主要是以特定的乡镇为中心形成市

场聚集，那么关中地区的庙会则建构了一个深入村

庄的流动的基层市场网络。 
庙会的经济功能虽超越了村庄范围，但它同样

服务于村民的需求。在庙会的市场上，零食、餐饮、

工艺品以及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它将村

庄与更为广泛的流动性基层市场关联，农民通过参

与本村以及附近周边村子的庙会，可以就近满足日

常生产生活中的需求。如此，依托庙会的市场较好

地优化了基层市场内部的资源分布，在满足农民需

求的同时，减少了外部市场对村庄社会的冲击。在

这个意义上说，庙会所建构的地方性市场是一种共

赢的商贸体系。市场活跃了庙会，而庙会也进一步

激活了基层市场的活力。 

四、乡村庙会的社会整合实践特征 

大部分学者沿用涂尔干[11]“神圣——世俗”对
立的框架展开对庙会的研究，将庙会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对立起来，强调庙会期间“神圣”、“非常”

和“狂欢”[13]等属性。不可否认，“神圣、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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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确实是庙会等群体性敬拜活动的一个面相，但

这仅仅是庙会丰富内涵的一个面相。如果过分强调

庙会的信仰特征，中国民众信仰生活化的特质也就

被人为地从民众的生活世界、生活层面剥离开来” 

[14]。无论是从宗教信仰、社会交往，还是从文化教

化和基层市场等维度审视庙会之于地方社会秩序

的整合功能，庙会的地方性实践都没有脱离农民的

日常生活，相反，庙会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庙会

固然具有神圣性，但庙会也为凡俗的活动内容提供

了空间、平台与契机，凡俗的社会交往、文化教化

和市场网络作为庙会的外围活动内容，虽具有独立

的运行逻辑，但同时也服务于庙会的宗教性表达。

因此，庙会实际上是神圣与世俗的交融，具有“圣

凡一体”的实践特征。庙会“圣凡一体”的实践特

征体现在其时间安排、空间配置和主体合作三方

面，从而将神圣内容与凡俗内容合理而无龃龉地容

纳在庙会的共同架构之中，神圣要素与凡俗要素各

得其所是庙会能够有序展开和有效整合的基础。 
第一，神圣与世俗时间的合理安排。一般而言，

上午是祭拜神灵的时间，而下午和晚上则是唱戏等

世俗活动的时间。在神圣的时间里，信众们带着虔

诚、敬畏的心情求助于神，通过焚香点烛、磕头叩

拜、请愿等形式完成与神灵的交流。因此，“神圣

时间是慰藉性的、迷狂性的，永恒并通向永生的”
[15]。在世俗的时间里，人们以看戏或相互交流的方

式达到身心放松和情感交流的目的。 
第二，神圣与世俗空间的有效配置。庙宇内部

属于神圣空间，庙宇外部则属于凡俗空间，包括市

场、戏台等均布置在庙宇附近的周边地带。庙既是

游行的起点，也是游行的终点，庙会中的游行将神

圣空间与凡俗空间进行了有效的勾连。在整个庙会

期间，庙宇内部香烟弥漫，显得庄严肃穆，信众们

带着各种目的前来求助于神灵，与“庙管”一起看

着香的燃势，并迫不及待地追问“运势如何”。与

之相对，庙宇之外则是另一番热闹欢腾的景象。香

客之间、村民之间拉着家常、相互问候；戏班子也

开始进行筹备工作，引来不少村民围观。平常寂寥

的村庄一下子热闹起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笑。 
第三，神圣与世俗的主体合作。不同群体在庙

会中对神圣与世俗的体验也不尽相同。从性别角度

而言，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在庙会中体验到的更

多是神圣的一面，她们怀着虔诚的心，簇拥在以“佛

爷”为核心的神灵面前；而男性基本不信佛，但这

并不妨碍他们参与庙会，对于男性而言，庙会是一

个村庄公共事件、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因而应

该传承发扬。因此，他们在庙会中更多是体验到了

其世俗的一面。从年龄角度而言，闲散的老者对于

庙会中神圣的一面体验更强，而年轻人则更在意庙

会中的交往、热闹与新奇。因此庙会提供了一个具

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方式，使得男女老

少都能在其中满足其自身需求。 
因此，庙宇的神圣性和宗教性借助庙会而社会

化和弥散化，并转化为兼顾地方社会中各个群体的

整合机制。庙会为村庄日常生活注入了神圣性，由

此，不仅农民家庭具有“圣凡一体”的属性[16]，关

中平原的村庄依托于庙会也具有了“圣凡一体”的

特性，这是村庄公共秩序的内核。庙会的神圣性是

其活力之所在，也是其秩序建构的正当性根源。庙

会神圣与凡俗交融的特性赋予了庙会全方位、总体

性地再生产地方秩序的力量。通过对地方社会内部

各个主体的调动，从而凝聚了地方社会的资源，更

新了村庄社会的活力，强化了地方性共识的能量。 
涂尔干在对澳洲土著定期举行的集体庆典进

行分析后指出，任何集体膜拜仪式“作为一个事实，

它们表面上的功能是强化信徒与神之间的归附关

系。但既然神不过是对社会的形象表达，那么与此

同时，实际上强化的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对其

社会的归附关系”[11]。庙是庙会活动的内核，庙的

宗教功能和宗教意义是庙会活动的基础。中国农民

的信仰既非建立在孤独个体冥想的基础上，也非完

全超脱于日常生活。作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庙会

既向凡俗的日常生活注入了一定的神圣内容，同时

也稀释了人与神之间的神秘氛围与紧张关系。庙会

既不是信奉者所独享，也非某一自然村所独享，它

并无明确的边界，人人均能参与。在向更为广阔的

地方社会开放的过程中，自然村之间以庙会为焦点

的竞争由此形成。这进一步调动了村民支持庙会的

积极性，形成庙会运行的持久动力和良性循环。 
庙会虽由民间信仰发展而来，但其已远远超越

了信仰问题，成为了关中农村地方秩序再生产之不

可或缺的要素。作为关中农村一项重要的村庄公共

性活动，通过宗教整合、交往整合、文化整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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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整合等功能，庙会建构了以特定村庄为焦点的

集体欢腾局面，它既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为地

方秩序再生产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能量，从而有利

于强化社区认同，凝聚集体力量，促进地方社会的

整合。 

注释： 

① 外价值是指作为局外人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文化产业
人士等附加给这些文化的观念、评论，或者商品化包装
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等价值。参见：刘铁梁，《民俗文化
的内价值与外价值》，民俗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36
页。 

② 内价值是指民俗文化在其存在的社会与历史的时空中所
发生的作用，也就是局内的民众所认可和在生活中实际
使用的价值。参见：刘铁梁，《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与外
价值》，民俗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36 页。 

③ 参与本次调研的还有陈辉博士、刘磊博士，本文的问题
意识来自于集体讨论的启发，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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